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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年齡、受教育程度和社會閱歷等方面的不同，將農村流動人口劃分為兩個群體，即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然後重點考察和討論了他們在社會認同上的差別以及對他們的社會位置和行為的影響。本文通過實地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在社會認同上已經不同於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越來越趨於不確定化、模糊化，從社會認同上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可能返回到農村社會，同時他們也沒有被城市社會所認可和吸納，這將不利於我國城鄉之間走向融合、一體化以及社會順利轉型。所以，本文認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社會的融合問題已經構成對我國社會發展的重大挑戰。


　　一、問題的由來與研究假設

　　迄今為止，對流動人口的研究可謂不少，但是對一些重要的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比如，只研究城市社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認同，但忽略了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社會的認同，雖然有研究提到農村流動人口的“邊緣性”，但是這也是從城市角度提出來的，那麼農村流動人口又將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位置呢？這種邊緣性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和心理體驗又將是如何影響呢？與此同時，現有的研究還停留於從一個靜態和同質的角度來認識農村流動人口現象，而缺乏從農村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背景變遷的相互關係角度來把握農村流動人口自身發生的變化。我們的研究，力圖彌補現有研究的這樣一些不足：首先認為農村流動人口已經出現代際間的變化，他們不僅在流動動機上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且在許多社會特徵上很不相同。其次，主要從社會認同角度來調查和分析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與城鄉融合問題。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些問題：是否存在這樣一批農村流動人口群體，他們既無法認同城市社會，又減弱了對農村社會的認同呢？他們是否因此成了既無法融入城市社會又難以回歸農村的“沒有根”的人群（遊弋者）呢？他們是否會成為影響城鄉關係融合的主要載體呢？等等。於是我們就提出有關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設想，並有了對他們的社會認同進行研究和探討的根本理由。

　　所謂社會認同，就是指對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認可、對周圍社會的信任和歸屬、對有關權威和權力的遵從等等。根據我們以前的研究和調查，對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提出四個研究假設：一是，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更傾向於不認可體制給他們設定的那種農民身份，對自己的身份賦予了更多、更新的解釋和涵義。二是，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越來越缺乏明確的社區歸屬取向。三是，他們同樣缺乏明確的組織歸屬取向。四是，他們目前在社會結構中缺乏明確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未來職業、居住、婚姻等方面的選擇，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未來歸屬特徵。簡而言之，我們要集中考察他們的身份認同、職業認同、鄉土認同、社區認同、組織認同、管理認同和未來認同等七方面的認同情況。

　　本文並不是出於單純地關心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而作這樣的調查研究，還有更深的理論關懷。流動人口的群體特性並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地建構、解構和重構之中，在這裏社會時空和社會記憶成為兩個很重要的因素。社會時空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建構因素，也是一個解構因素，而社會記憶使社會時空這一機制得以具體化，成為人們生活和行動的一個重要維度。這裏正是從這樣的理論視角出發，來把握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是如何通過社會時空和社會記憶得以建構、解構、重構和變化的。於是我們就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研究命題：正是當前我國獨特的城鄉社會空間與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群體社會記憶之間的互動鑄就了他們的社會認同。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記憶主要從這樣幾方面來衡量：受教育程度、務農經歷、家庭背景以及外出經歷等。上述提出的四個假設都是從這個基本命題中推導出來的。

　　二、調查方法和調查地點

　　這次調查主要採用問卷抽樣法，並輔以個案訪談，2000年選在溫州市、杭州市和深圳市三個城市進行，共發放了600份問卷，回收416份，回收率為69%，其中有效問卷396份，有效率為66%.被調查對象都是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他們既有從事個體經營活動的，即個體戶和小商小販（包括在菜市場賣菜的），也包括純粹從事體力勞動的雇工和從事經營管理的雇工、從事服務業（包括旅館、飯店、酒店、理髮等）的務工者，還有人自己當老闆，開辦企業和公司等等。其中私營企業雇工占一半多，其次多的是鄉鎮企業工人和合資企業工人，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老闆也占被調查者的3.78％，還有人在國有部門當工人。被調查者職業的所有制分佈是這樣：他們既有在個體私營經濟部門工作的，又有在集體和國有部門（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工作的。調查對象集中分佈在第二和第三產業，具體地說，主要分佈在制鞋業、服裝業、餐飲業、零售業、環衛業、家庭服務業、建築業、運輸業、製造業等行業部門。從流出省份來看，他們主要來自吉林、江蘇、安徽、山東、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四川、陝西和甘肅等14個省，涉及到東中西部三大分佈區域，體現了農村流動人口地區分佈這一特點。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樣本的局限性（不是全國抽樣），也就限制了調查和研究結論的普適化程度，但是，並不影響一些看法和提出的一些問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徵

　　“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僅僅是一個假設性的概念。為了說明這個概念，我們把他們與第一代流動人口作一區分，具體體現在群體性特徵上：首先是年代與年齡特徵。初次外出發生在80年代的農村流動人口與初次外出發生在90年代的農村流動人口分別歸於第一代和新生代。從年齡這個維度看，80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現在平均年齡已經達到30.86歲，而90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平均年齡則只有22.99歲，兩者相差7.87歲，非常接近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相差10歲等於相差一代的情況。

　　其次，就婚姻而言，八十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中有81.8%的人屬於已婚者，僅有18.2%的人尚未結婚，而九十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的婚姻情況卻正好相反，只有24%的人屬於已婚者，而76%的人尚未結婚。

　　第三，在受教育方面，調查表明，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時間只有2.91年，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則達到3.28年，相差0.37年。雖然這個差別並不很大，但是，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中文盲和小學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明顯高於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文盲高8.1個百分點，小學高7.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中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比新生代分別低8.5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至於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中找不到一人，但是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中卻占1.3%.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比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接受更多甚至更好的學校教育。

　　第四，在務農經歷方面，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比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參加務農的人數要少。80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中有54.5%的人有過務農經歷，而90年代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中卻只有39.2%的人務過農，兩者相差15.3個百分點。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中大多是從校門直接走上外出務工經商的征途的，從沒有從事過務農活動，連基本的務農常識也沒有。

　　第五，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外出動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經濟型轉到經濟型和生活型並存狀態或者生活型。所謂經濟型，是指外出務工經商的目的和動機純粹是為了賺錢，以貼補家用；而生活型指外出務工經商主要是為了改變生活狀況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現代化生活方式，經濟型和生活型並存的狀況就是兼具經濟型動機和生活型動機的特點，或者同等地看待它們的作用、意義和重要性。調查表明，九十年代農村流動人口外出的初始目的已經呈多樣化態勢：最為通常的解釋是，我國農村人多地少以及務農不賺錢，是促使農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或推力），在我們的調查中這一因素確實還在起一定的作用，但並不是農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只占32.67%，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由於這一原因促使他們外出務工經商，而更多的人認為他們選擇外出務工經商，還出於其他原因，“不喜歡務農”（12.5%）、“家鄉太窮，不願過那樣的生活”（11.09%）、“一直在念書，不懂農活”（13.86%）、“羡慕城市生活”（9.5%）等等。如果我們用推拉理論來解釋的話，那麼，在九十年代促使農村人選擇外出過程中，拉力的作用顯然遠遠大於推力的作用，儘管在這裏不能簡單地用推拉理論來做解釋，比如“一直在念書，不懂農活”、“外出務工經商成為村裏年輕人有出息的標誌”等就不屬於推拉理論所能解釋的現象。不管怎麼樣，這樣的調查結果印證了我們上面的看法：九十年代農村人選擇外出務工經商，在考慮賺錢的同時，更考慮把外出務工經商作為改變生活狀態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其外出動機或目的具有經濟型和生活型並存的特點。

　　四、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

　　由於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具有以上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不同的群體特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們的社會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農民身份的認同

　　農村人口外出流動，已經使他們的實際身份與制度性身份發生錯位的現象（王春光，1995）。農民工、農民企業家等可以說是這種錯位的最好表述。那麼，作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他們是這樣看待這種錯位現象呢？

　　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是怎樣認可自己的農民身份的呢？我們在問卷中首先要求他們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雖然您的戶口在農村，但是您現在卻不在家鄉務農了，那麼您覺得您還是不是農民？”調查結果出於我們的預料之外，回答“是”的人占78.5%這樣高的百分比，只有10.9%的人才認為自己不是農民了，還有4%的人覺得自己對這個問題拿不准、說不清楚，其餘的未給答案。但是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回答相比，我們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還是較少地認為自己是農民，趨向于較低地認同農民身份，而趨向於模糊認同（即說不清）的人開始出現。

　　那麼，那些作出肯定自己是農民的回答的被調查者，為什麼覺得自己是農民呢？問卷給出了這樣四個答案：“其他人都這麼認為”、“政府這麼規定的”、“自己確實是這樣認為的”和“三者兼有”。調查結果使我們進一步看出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與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在身份認同上所存在的一些差別。儘管這兩類人群中都以“自己確實是這樣認為的”（即認為自己確實是農民）的人數居最多，分別占60%和51.7%.但是在其他選項上則顯示出差別來了：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中有30%的人選擇“政府這麼規定的”，10%選擇“三者兼有”，而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中只有14.5%的人選擇“政府這麼規定的”，卻有29%的人選擇“三者兼有”，還有4.7%的人選擇“其他人都這麼認為”。兩者之間的比較表明，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開始減弱了對城鄉戶籍制度所賦予他們的農民身份的認可，開始趨向於看重社會對他們的農民身份的認定。

　　那些不認為自己是農民的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更不認可農民的制度性身份：他們中高達60%的人認為“農民應該指務農的人”，有20%的人認為“農民應該指一直生活在農村的人”，還有14.54%的人覺得“農民應該指自己生產供應自己生活的人”，幾乎沒有人從戶籍上來界定農民。他們不再把戶籍作為劃分農民與非農民的界線，而是把從業、生活領域等經濟社會因素來界定農民的主要標準。

　　第二，社區認同

　　中國人歷來重視對自己所在社區的認可，“遠親不如近鄰”。這裏主要從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社會的關係上探悉他們的社區認同情況

　　1、在流入地社會的交際活動

　　社會認同是建立在社會交往之上的。調查表明，農村流動人口作為外來者，基本上與流入地社會沒有很多的交往，這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那裏也是這樣的：他們中只有21.6%的人與周圍的當地人經常有交往，最多的還是不經常交往，占48.6%；也很少有人參加當地的集體活動：只有2.9%被調查者認為經常參加當地社會組織的一些集體活動，而高達46.8%的人根本沒有參加，有28.1%的人偶爾參加，還有22.3%的人沒有作出回答。相比他們與當地人交往情況，他們更少地參加當地社區的集體活動。

　　2、對流入地社會的感受

　　社會認同更多的是一種主觀意識和感受，包含著認同者與被認同者之間的相互感受關係。流入地的居民對外來農村人口的看法雖然多種多樣，但不免有許多消極評價（比如影響社會治安、交通擁擠等），影響社會環境。對此，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也有同樣的感受：在回答“您覺得當地人對您怎樣？”這個問題時，只有12.2%的人認為“很友好”，最多的（占54%）還是選擇“一般”，有多達24.9%的人選擇“說不清”，4.2%的人沒有回答，還有4.7%的人選擇“不友好”。顯然，認為當地人對他們很友好的比例顯得低了些，大多數人還是覺得當地人對他們不那麼友好或者談不上友好。

　　從當地人對流動人口的態度顯然直接會影響到流動人口對當地社會的感覺，兩者之間存在著中強度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0.48）。下面的調查結果說明了這一點：在回答“您對當地社會是否有一種家的感覺？”這個問題上，只有8.3%的人認為他們有“家”的感覺，還有相當比例的人覺得在外地務工經商，找不到家的感覺，他們占被調查者的36.6%，6.2%的人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

　　不論對當地有一種家的感覺，還是沒有這樣的感覺，這兩類人實際上都沒有真正與當地社區達成了認同：那些對當地有家的感覺的人儘管自願地、積極地尋求對當地社區的認同，並且也取得了當地人的一定程度的認可，但是由於制度上的隔離，他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獲得完全的認可。

　　3、在流入地社會的組織參與和認同

　　在流入地社會，是否參與當地組織以及對這些組織的認同，是衡量農村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社會具有的社區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調查表明，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中只有11.9%的人加入了流入地社會的一些組織（其中加入體育娛樂組織的人最多，其次是生產組織和黨團組織），而絕大多數人沒有參加流入地社會的有關組織。這些沒有加入組織的人並不都是不想加入組織，真正對組織不感興趣的人還是少數，在我們的調查中，只有26.51%的人是因為“不需要，也不感興趣”而沒有加入一定的社會組織，有5.7%的人覺得雖然“有機會，但那些組織沒有幫助意義，因而沒有加入有關組織”，兩者加起來不到所有沒有參加任何組織的人的三分之一，還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27.18%）是因為“自己頭腦裏根本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即加入有關組織）”而沒有加入流入地社會的一些組織，但是有三分之一強的人（37.58%）是覺得“沒有組織允許”他們參加，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不想參加組織，而是沒有組織吸納他們。

　　4、與流入地政府管理部門的關係以及對它們的感受

　　如果流動人口要在流入地社會形成完全的社區認同，首先取決於政府有關管理部門能否給予他們與本地居民一視同仁的看法和待遇。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這一點：一是，政府管理部門在解決外來流動人口困難方面的作用。調查表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占61%）覺得當地政府管理部門根本沒有可能為他們提供排難解憂的服務和幫助（其他人或沒有回答，或認為說不清楚）。即使他們從當地政府管理部門獲得一些服務和幫助，也有65.7%的人（也是占絕大多數）認為他們沒有獲得與當地人同等的對待。二是，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門還是麻煩的製造者。有5.9%的人認為他們的困難主要來自“受當地政府管理部門的欺負”。政府管理部門把他們“當作外地人”（有58.6%的人是這樣認為的，占首位），一些管理部門在處理問題時向著本地居民，甚至袒護本地居民，欺負農村流動人口。有15.3%的人認為政府管理部門亂收費。由於流入地管理部門沒有把流動人口當作自己的服務物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流動人口對當地社會沒有一種親切感受或者說“家的感覺”。

　　第三，鄉土認同

　　大多數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社會並沒有很強的社區認同，沒有家的感覺，但是，回歸農村會不會是他們對未來所做的重要選擇呢？假設務農與外出務工經商在收入上沒有什麼差別的時候，他們還會依舊外出務工經商嗎？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中，有72.3%的人認為，即使在家鄉務農收入與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差不多，他們也選擇外出務工經商，而只有27.7%的人則選擇“在家鄉務農”。其他相關的研究表明，年齡越是輕，越是傾向於長期在外發展（趙樹凱，1998年，29）。當他們被問及“萬一將來的某個時期您在外地找不到工作或做不了生意的話，將會怎麼辦”這個問題時，也只有26.5%的人明確表示“回到農村務農”，但只有7.1%的人明確地表示繼續呆在外面，不願回到農村務農，更多的人（56.4%）或者因為“將來的情況很複雜，很難把握，所以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或者沒有作出明確的回答，還有10%的人沒有選答。這一結果似乎與前面所說的72.3%的人選擇外出務工經商這一情況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實際上不存在這種不一致性，因為前者是在有工作可做的情況下他們所做的選擇，後者則是在假設在外沒有工作的情況下他們所做的選擇。不過從這裏也看出他們對未來的安排還是相當猶豫不決的。未來確實存在著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一旦發生這種可能，他們又不能被視為失業人員，在外就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回到農村至少還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維持生計，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表現出遲疑的態度，沒有明確給出回歸鄉里的選擇，而只是說“沒有考慮過”。

　　他們對外部社會有著強烈的嚮往和留戀，外部世界也確實對他們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管務農與外出務工經商在收入上有沒有什麼差別，仍然選擇“外出務工經商”，這裏的主要原因，他們認為不是“務農更辛苦”（13.66%）和“務農沒有出息”（12.94%），而是“已經習慣於外出的生活”（37.77%）和“外出能享受到在家有錢也享受不到的現代生活”（18.71%），還有16.92%的人選擇其他一些原因。在許多農村，不外出務工經商，就會被當作沒有出息，就會被周圍的人瞧不起，甚至連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如果在外面呆不下去，同樣也會被當作沒有出息，也會被人瞧不起。結果，有些年輕人，即使在外面沒有活可幹，也不敢回到家鄉。當然，更多的人還是覺得，自己家鄉畢竟落後多了，在外面（特別是在城市）生活時間長了，回到家鄉，就有一種不習慣的感覺，適應不了農村不衛生的環境，不習慣農村娛樂活動少的情況，有的人反映說，想在農村看個電視，還收不到很多頻道，還有的人覺得，在農村年輕人都外出務工經商了，根本找不到逗樂的朋友，竟有4.32%的人之所以選擇“外出務工經商”，是因為“在家鄉沒有朋友圈子”。

　　總之，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對家鄉仍具有一定的鄉土認同，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畢竟生長在那裏，是那裏的山水土壤和社會哺育他們成長的，那裏還有著他們的最親密的人。但是，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相比，他們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的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或者說是受系于與親人的情感，而對家鄉的其他方面的依戀在減少，比如他們逐漸地適應了城市的生活，對農村的生活逐漸產生不適感覺，在農村的社會交往圈變得越來越小，對農業活動缺乏濃厚的感情和興趣，相反，他們對農村的一些習慣和傳統開始出現不認可，甚至持批評態度，感覺到農村人的生活太土、不講衛生等等。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鄉土認同在降低，反過來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未來歸屬的選擇，使他們更多地過著“候鳥式”的生活方式——漂泊四方。

　　五、初步結論和認識

　　首先，通過這次調查研究，我們確實驗證了存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群體這樣一個假設。他們具有的群體特徵是：年齡普遍較小，大多在25歲以下，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長和受教育於80年代，基本上於90年代外出務工經商；受教育水平比其他農村流動人口高；他們參加務農的時間和機會自然就少些，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務農經歷，等等。由於具有以上的特徵，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就表現出不同的社會認同。

　　其次，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對制度性身份的認可在減弱，賦予農民身份以更多的社會涵義。

　　再次，雖然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一樣，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社會也沒有確立一種社區認同意識或社會歸屬意識，但是，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不同的是，他們中有一些人開始試著（或者說努力著）去認同流入地社會。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沒有達到實現對流入地社區的認同。

　　最後，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對家鄉的鄉土認同在減弱。他們逐漸地適應了城市的生活，對農村的生活逐漸產生不適感覺，在農村的社會交往圈變得越來越小，對農業活動缺乏濃厚的感情和興趣，相反，他們對農村的一些習慣和傳統開始不認可，甚至持批評態度。

　　所以，以上幾方面表明，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趨向不明確和不穩定，這會進一步催化和強化農村流動人口的“流動性”，他們能否重新建構超越城鄉之上的社會認同，取決於我國城鄉社會結構變遷的情況。如果在短期內我國不能對目前城鄉“分治”的二元社會結構進行根本性和實質性的改革，那麼他們的社會認同會趨向“內卷化”的建構，即認同於自己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不認同于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而這種群體既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又難以回歸農村社會，只能長期地在流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社會認同就趨向遊民化，一旦形成“遊民化”的社會認同，就意味著他們意識到自己被主流社會排斥在外，產生邊緣化感覺和意識，反過來就會阻礙他們重新回歸主流社會的步伐。
